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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植物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它们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来源，也记
录了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变化。从某些角度
来看，植物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的

演变。随着近年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综合研究的
深入，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已经成为探讨环境变迁、社会演化以及人地关系等
方面的重要资料，在历史、社会、科学诸方面有着重
要的价值。
然而，国内关于植物遗存的归属及法律地位却

不甚明确。除了作为遗址构成成分的植物遗存在遗
址层面受到法律保护外，脱离遗址的考古出土植物

遗存却缺乏明确的规定。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
它并不像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那样受到

《文物保护法》的明确保护，尽管后二者同样也不
属于文物。但是，从国际社会流行的自然与文化遗
产或文化财产理念看，它却具有遗产属性及相关价

值，理应受到我国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以下就考古
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属性、价值、保护和展示等问
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属性

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只是全部植物遗存中的

一小部分，在时代、种类和存在形态诸方面都有较
明确的界限。受考古学研究对象年代范围的制约，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主要属于人类产生以来及其临

近时期，即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时期。就种类而言，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除具备第三纪晚期以来植物种

群的基本类别外，那些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关系密

切的物种尤其占有显著比重。目前，考古出土植物
遗存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植物大遗存（macrob-
otanical remains）、植物微体遗存（microbotanical
remains） 和分子及化学残余物 （molecular and

chemical residues）或者印迹①。这些形态不同于古
生物学研究的化石，它们（特别是植物微体遗存）

并没有真正石化，只是由于在地层中保存时间很长

以致某些外在特点与现代植物有所不同。考古出土
植物遗存因其上述特征，在科学及历史等方面具有

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认识。
国际社会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遗产属性的

规定，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在巴
黎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口、出口及转移
文化财产所有权公约》（以下简称 “1970 年公
约”）和 1976年通过的《关于文化财产国际交流
的建议》（以下简称“1976年建议”）等文件中。前
者将文化财产分解为 11项，其中第一项为“动物
群落、植物群落、矿物和解剖以及具有古生物学意
义的物品的稀有收藏品和标本”，第三项为“考古
发掘（包括正常的和秘密的） 或考古发现的成

果”。显然，这两项均包含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后者
将文化财产的类别简化为六项，第一项“动物的、
植物的及地质的标本”和第二项“考古实物”与
“1970年公约”中上述两项是相同的。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既被国际社会视为文化财

产，也即具备遗产属性。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
用的“财产”与“遗产”术语，其内涵是相近的，在
许多公约与文件中是互释的。但比较而言，有关遗
产的分类却更为清晰。例如，“1970 年公约”和
“1976年建议”中列举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主要
具有科学价值，这与其它具备历史、考古、艺术、文
学等价值的文化财产显然不同。特别是“1976年建
议”将文化财产视为“作为人类创造或自然进化表
现和明证的实物”，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差别。
因此，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与其它种类文化财产的区

分，倒类似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划分。考虑到
国际社会“遗产”术语的使用范围更为普及②，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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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官方文件已明确使用了“遗产”术语③，我们
主张统一使用“遗产”术语，作为涵盖文化财产在
内的规范用语。这不仅具备国际共识的基础，也符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学术语境。据此，考古出土植
物遗存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更宜归入可移动类自然

遗产之中④。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不仅
具有自然属性，相当部分往往也兼具社会或文化属

性。例如，野生稻之于栽培稻的驯化就不是一个纯
粹的自然过程，还包含了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所
以，栽培稻还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但我们也不能就
此将栽培稻完全视同于工具和用品等人工产品，其

自然属性仍是主要的。这也与考古学有关研究对象
的分类相一致，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一般被归入自然

遗存之中。总之，将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归入自然遗
产，并不否认某些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遗产

的性质。这是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与古生物化石的一
个重要差别。

二、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价值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历史价

值，这是构成其遗产属性的内在依据。具体而言，这
些价值可从以下方面阐述。
首先，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巨大的科学价

值，有助于确定遗存的绝对年代，复原人类生活的

生态环境和气候背景，探讨人类活动对周围植被的

影响等⑤，并可为科学预测未来环境及气候变化趋

势提供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
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是进行碳十四测年

的重要资料，在对遗存的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

值。而植物大遗存（木材、果实、种子、叶子）及植硅
石、孢粉等往往可代表较小地域范围的地方性植被
特征。这些遗存的发现有助于恢复当地的植被与古
人类的生存环境。例如，对以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为
代表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骸的研究表明，7000年
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主要适应的是中全新世温

暖的季风性气候⑥。
近年来随着植物考古学科的发展，通过孢粉

学、植物硅酸体和炭屑含量统计等综合研究，可为
古代植被和古气候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⑦，并

为探讨其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⑧。已
有研究表明，对班村遗址开展的综合性研究“对论
述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上和探讨黄河流

域环境治理的背景值中提供可以借鉴的环境考古

学资料”⑨。
其次，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可为探讨古代人类对周围植被的认识、利用、适
应乃至改造的历史进程，展现植物资源在人类社会

及其活动中的作用与意义等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
人类对植物资源的认识及利用，广泛存在于生

产、生活乃至精神文化诸领域。目前，有关研究主要
涉及到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人类的食物结构以及古代社会对自

然资源的适应、利用和改造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
遗址，如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河北易县北福地等均
发现了大量 8000年前左右的核桃楸果实遗骸⑩，这
些情况证明了当时上述地域范围内有比较丰富的

核桃楸资源，而人类对它们的利用也比较多。而早
期人类需要依赖橡子等坚果类资源的情况，也可能

是全新世早期考古遗址大都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

原因之一。
近年来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农业

起源的研究。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稻、粟或黍的栽
培在中国至少有 10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丰富的
原始农作物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悠久性，地理分布上

的广域性，而且兼具稻、粟、黍、豆、高粱、小麦等栽
培作物的多样性，从而确立了中国地区在世界农作

物起源和传播研究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有关植物遗
存的探索与发现自然是解决这些重大学术课题的

焦点。
二是植物资源用作其它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状

况。例如，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除了保存于灰坑、窖
穴等遗迹中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陶器（包括陶范

等）、红烧土中发现的。如湖北枝城城背溪、河南淅
川下王岗等遗址中的陶器和红烧土均发现夹杂有

稻谷、稻壳痕迹。这些植物残骸不排除是在制作过
程中随土料而无意掺入的，但更明显的是人们当时

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块、茎等部位可以用作建筑
材料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一
个表现。此外，植物资源还广泛用于制作服饰、日常
用品以及葬具和葬品等方面，相关发现和研究不胜

枚举。
三是植物遗存在深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历史

联系方面的作用，有关农业资源及技术传播的研究

也能从中获得重要信息。例如，考古发现表明华北
和东北不但有很发达的旱地农业，还有少量的稻作

农业。严文明先生据此认为存在一条“从江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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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而到九州乃至全
日本的稻米之路”輥輯訛。
四是植物遗存对探索特定社会活动中的组织

结构的作用。若我们采取将今论古的形态、解剖及
遗传学等对比研究方法，对遗址中取得的孢粉及植

硅体、植物炭屑等进行精细的形态研究，结合数理
统计和定量定性分析，可以恢复聚落形态、经济结
构等社会情况。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地
层和遗迹中土壤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两城镇聚落

稻谷收割、加工乃至储存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定，这
可能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对此过程进行

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輥輰訛。

三、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保护与展示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一旦被视为遗产，便不再是

纯粹的学术资料，而是人类及其环境综合演进的见

证物。例如，玉蟾岩出土的稻谷遗存在考古学、科学
史、农业史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是人类文化与环
境互动的重大见证。国家理应从法律法规层面，明
确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性质及重要地位，制订

有关采集、研究、保护和展示的科学规范，确保它们
得到妥善保护并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
现行《文物保护法》是我国关于文物保护的专

门法律，尽管明确规定“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
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但二者毕竟不能全
面代表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等可移动类自然遗
产。因此，可考虑在《文物保护法》中增加对考古出
土植物遗存，乃至其它非化石形态的生物遗存、无
脊椎动物化石等遗存的保护条款，或者依据我国批

准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制定国内有关自然遗产保

护的专门法律，为相关保护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为保障有关法律的有效实施，还要就植物遗存

的采集、研究、保管和收藏等环节制定详细的科学
规程，可以行政规章等形式予以颁布和实施。
首先，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理念和工作态度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植物遗存能否被发现、研究和利
用。同时，植物遗存受遗址埋藏条件的影响会形成
不同的保存形式和状况，这需要应用专门方法才能

有效提取。可喜的是，最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已对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自然遗存的采集和取样

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这些必将推动植物考古和植

物遗存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
其次，那些已经出土的植物遗存既是重要的学

术资料，也可成为科研机构以及博物馆的重要藏

品，需要加以妥善保管。为此，可参考现行《博物馆
藏品保管办法》及博物馆有机质地藏品的相关保藏
标准，针对不同类别植物遗存的特点，探讨相应的

保管措施，制订具体的保管标准和规范。以考古发
掘中最常见的植物大遗存为例，其存在形式就分为

炭化、脱水干燥、受浸和籽粒印痕类等四种。炭化类
遗存的形成一般认为与火有关，是受高温烤焙的结

果，也可能是植物残骸自然炭化的结果，或者是厌

氧细菌活动的结果。这类遗存的保护环境至少要求
干燥和真空。对于浸水、缩水遗存样品的保存，基本
原则是要使浸水样品保持湿润，而缩水样品必须保

持干燥。临时盛放各类植物种子的最好容器是胶
囊，但只有在湿度为50%的条件下才适合长期保
存。一般性的长期保存可以选用玻璃或者塑料容
器，透明无色的这类容器也可满足遗存展示的需要。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不仅需要妥善保管，还应积

极展示，充分实现其科学与教育价值。这种展示因
其类别不同可选用多种方式。肉眼可见的炭化植物
遗存可以保存在干燥封闭的容器中进行展出。植硅
石、孢粉、淀粉粒等标本则可借助显微镜与摄像机
等装置，通过终端屏幕上呈现出的放大图像进行展

示等等。总之，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展示既可丰富
博物馆的陈列与展览，引发公众对环境变迁及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关注与思考，又能促使公众了解其

珍贵价值，从而为包含植物遗存在内的历史遗产的

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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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汤卓炜编著：《环境考古学》，第 57 页，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有关公约在相当大程度
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就教科文组织对“财产”和“遗

产”的使用频率来看，“遗产”术语更为普及。 例如，有关公约

除使用“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术语外，还使用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等词。 此外，“遗产”一词在其他国

家与地区也得到迅速传播，可参阅杨志刚：《试谈“遗产”概

念及其相关观念的变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③ 国务院 2005 年 12 月 22 日颁布的 《关于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使用了“文化遗产”一词，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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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传统所谓的“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并设立了

国家“文化遗产日”。

④ 已有学者建议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中
界定的“自然遗产”内涵，以便能够包括动植物物种、湿地、
地质遗迹和古生物化石等可移动类自然遗产。 可参阅卢学

实、 黄德林：《关于自然遗产的概念及其几个相关问题的探

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2 卷第
3 期。

⑤ 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种子和果

实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⑥ 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 理论和方法》，《中

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59~68 页，1995 年总第 24 期。
⑦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靳桂云：《中国考古遗址植

物遗存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003 年第 2 期。
⑧、⑨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渑池班村新石器遗址

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9

年第 18 卷第 4 期。
⑩ a.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等：《内蒙古赤峰市距今

8000~2400 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周昆书主编：《环
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第 112~119 页， 科学出版社，1991
年。 b.段宏振：《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

社，2007 年。
輥輯訛 严文明：《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东传对日本早期社

会发展的影响》，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第 44~46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輥輰訛 靳桂云、刘延常、栾丰实等：《山东丹土和两城镇龙

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体定量研究》，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

中心编：《东方考古》（第二集），第 280～288 页，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柱等建筑构件的雕刻装饰，都体现出明代中期的雕刻艺术

成就，这些雕刻作品代表着明代漳州区域雕刻工艺技术的

最高水平。展示出的阴刻、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镂雕、双面
雕等不同的雕刻手法，雕刻工艺技术纯熟精湛。使雕刻的瑞
兽、人物、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有写实，有夸张，有奔放，
有工整，各展风采。不仅有南方细腻繁缛的品味，而且融进
了北方粗犷刚毅的气派，体现了漳州传统雕刻艺术中所保

存的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其中“尚书”坊花板采用透雕的
手法，对减少台风的冲击力，稳固牌坊等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
二是在用材方面：设计者以青石和白石相间建造，石材

颜色对比鲜明，整体和谐自然。设计者力求表现牌坊的高大
雄伟，在主要构件上精心设计，采用大构件构筑石坊。如主
楼屋面构件宽大，横跨明间，外檐滴水口部分已将次楼遮挡

一半；中柱和边柱用材硕大，对稳定整个牌坊起到重大作

用；下额坊采用粗大的条石，高浮雕龙纹或凤凰图饰，不仅

展现了民间喜爱的吉庆祥和的神灵图案，而且也是封建皇

权的一种展示，一种震慑，对官员的一种褒奖。同时也是在
宣扬封建科举制度，入仕当官，光宗耀祖的思想。
三是在结构的布局上复杂多变：石坊各层次预留空间

不多，讲究对称美。在圣旨匾左右设垂花柱、男力士雕像，次
楼小坊亭的人物、花卉布局、次间花板透雕麒麟等图饰，都
体现了传统的审美观。坊上形大体硕的柱、枋，以及小坊亭，
垂花柱等构件的设置、衔接，可用巧妙、精彩来形容，表现出
作者独具匠心的设计理念和高超的艺术造诣

四、结 语

漳州城的明代功名坊建筑，无论是从建造规模、图案装
饰、雕刻工艺、工程质量等方面来看，都超出其他类别的牌
坊。从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功名坊建筑在诸坊中占多数，说
明牌坊主要应用在褒奖和纪念性方面居多。而“尚书”坊和
“三世宰贰”坊，设置在香港路北端（古称双门顶），是因为当
时这里是繁华街市，又与文庙、府学近邻，其建筑意味深远。
“澹泊宁静”坊建在村口，以其宏伟的建筑规模，精湛的雕刻
工艺技术，以及蕴含了大量传统文化元素，而备受人们的关

注。说明在明末动乱时期，漳州区域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
富足，这是构筑“澹泊宁静”坊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功名坊
建筑也是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是漳州城社会经

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 陈谋德：《古风老牌坊》，第 10 页，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② 漳州市方志办：《漳州市志港航口岸志》，第 53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③、④ 漳州市政协：《漳州名胜古迹》，第 89 页，海风出

版社，2005 年。
⑤ 漳州市政协：《漳州历史建筑》，第 97 页，海风出版

社，2005 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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